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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价值观：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伦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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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时代，数据即共享，建立在群体理性和契约精神基础之上的共享价值观逐渐成为大数

据时代的主要伦理精神。大数据时代共享价值观的主要伦理效应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破

除因信息壁垒阻隔而形成的“信息孤岛”现象，促进信息的共享流转和价值转化。大数据时代，共享

价值观面临着信息的高成本获取与低成本共享之间的矛盾、共享数据被污染的潜在风险，以及信息共

享行为强化了媒介的“反向驯化”、“数据鸿沟”加剧了信息传播的不平等挑战。践行共享价值观，

需要把握信息获取者与共享者之间的权利“平衡点”，强化社会监督与法治，以确保信息的科学和准确；

充分挖掘智能技术在信息伦理建设方面的作用，以避免数据“过娱乐化”陷阱；注重共享的广泛性与

公平性，以促进信息与数据负责任、有价值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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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Values: Information Ethical Spiri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YAN Daocheng, LIU Shib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In the era of big data, data is sharing, and sharing values based on group rationality and contractual 
spirit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ethical spiri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main ethical effect of sharing 
valu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lies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t the same time breaking the 
phenomenon of “information island” formed by information barriers, and promoting the sharing, circulation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sharing values are faced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igh-cost acquisition and low-cost sharing of information, the potential risk of shared data being polluted, 
and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behavior strengthens the “reverse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he “data gap” 
aggravates the unequal challeng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o practice sharing values,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balance point” of rights between information acquirers and sharers, and strengthen social supervision and 
the rule of law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Fully tap the rol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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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ethics to avoid the trap of “over-entertainment” of data;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versality and fairness of sharing to promote responsible and valuabl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Keywords：sharing values; big data; ethical spirit; information sharing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和信息行业及其相关技

术的发展与创新为海量的数据和爆炸的信息提

供了存在与滋长的温床。2011 年，麦肯锡公司

（McKinsey）在其发表的相关研究报告中指出：

数据可以为世界经济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同时也

可以为消费者带来显著的经济附加值 [1]。人们对于

数据的挖掘和运用，使得数据由原本抽象的、符

号化的信息表达逐渐向重要的现实生产因素转变。

相较于传统社会，人们更倾向选择沉浸于信息以

及数据所营造的环绕氛围中，同时愿意享受以指

定所需内容的方式借助各类信息平台从广袤的信

息资源当中检索出相关数据的操作体验，以此满

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久而久之，人们逐渐形成了

对数据的依赖。

在大数据迅猛发展的态势下，人们对于数据

的依赖性急剧攀升。人们在实际的生产与生活当

中逐渐发现，大数据在提供源源不断信息资源的

同时，一些基于信息的伦理问题也不断浮现——

它们给人类社会带来伦理道德观念挑战的同时，

也考验着虚拟世界的规则。宋振超、黄洁对大数

据背景下的信息伦理失范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溯

因，指出信息失范是一种“道德失范”问题 [2]；

李良玉从多元主义视角出发，对当代的信息伦理

问题进行了研究，强调了各种信息活动中的“底

线伦理”意识 [3]；吕耀怀基于对大数据时代信息

安全的伦理考量，建议通过采用技术和法律的手

段来强化对个人信息安全及隐私的保护 [4]。他们

都从伦理的视角和观点出发，对大数据时代的信

息伦理建设问题进行了探究，指出大数据在为人

类各方面提供巨大便利化服务的同时，有可能会

引发一系列的伦理失范行为。现实中，数据的拥

有者出于对自身隐私、利益等方面的考量，不愿

意将自己所持有的数据与他人共享，或是仅选择

有限的数据分享给他人，制造出数据“一方持有、

多方共享”的假象，导致数据无法创造出应有的

价值。于是，大数据时代数据的规模化对接与实

时性交互被信息壁垒所阻隔。在零散分布的“信

息孤岛”之间，数据无法快捷有效地实现交换与

共享，最终造成各系统彼此孤立、缺乏共享性、

数据被隔离以及信息流程被割裂等负面的传播

效果。

一 共享价值观的伦理意蕴及其特点

在中国，“伦理”一词最早源于《乐纪》。《乐

记 • 乐本》中有如下表述：“乐者，通伦理者也……

唯君子为能知乐。”意思是指音乐可以与人伦道

理相通，只有君子才能懂得乐理。在儒家的美学

思想中，礼乐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具有伦理上的教

化作用，是维系和巩固社会等级秩序的关键。君

子德才兼备，他们在礼仪乐曲等方面都有条件接

受最好的教育，自然便能够懂得“高雅之乐”的

理数。相反，那些地位低下的小人由于没有条件

接受最好的教育，无法对高雅的乐曲产生共鸣 [5]。

这种由受教育程度不同而产生的个人修养差异往

往会影响个人的道德水平，故《乐记》中“乐通

伦理”的观念存在着逻辑上的合理之处。因此，

人们给“伦理”赋予了“人伦道德之理”的释义，

用以指称人们一切行为的道理和准则。张康之认

为，“个人”是伦理关系作用路线的起点。在从

事社会性活动的过程中，人们通过达成有效的协

调与合作，可以使这种伦理关系上升至群体层面，

成为人们群体行动的基本精神。由于人是基于群

体理性的社会性动物，在开放的社会中，人们的

道德基质便会与这种理性契合，所生成的道德存

在也便成为了道德共通的基础 [6-7]。大数据时代，

数据信息的广泛存在，使得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社

会结构的扁平化成为了现实，人们基于信任和便

利等因素建立起平等、合作、开放的数据使用模式，

并对如何充分挖掘数据的价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人们逐渐发现，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共享能够使社

会各系统各层次间的资源配置得更为合理和高效，

从而达到节约成本、创造更多价值的目的 [8]。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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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以“共享”搭建的数据链接中，人人可以充

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创造价值，从而使数

据的共享行为由个人上升至社会层面，成为“数

据化生存”进程中所共同遵守的道理和准则。在“人

人共享”理念的指引下，基于共享的价值观被奉

为与数据道德共通的精神基础，进而演化成为以

人为行为主体的大数据时代数据使用活动的基本

伦理精神。

我们可以把大数据时代的共享价值观理解成为

一种“无言”的契约。所谓契约，是指双方或多方

在共同协议的基础上订立的共同遵守的诺言，其与

公民的道德识知相匹配，具有平等而互利的基本特

征。赵德起在其《契约完备度视角下的契约效率理

论》一文中提出，“契约从本质上来讲之所以会存

在是因为其会给契约主体带来收益。” [9] 在西方

思想史上，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基于自己

原始契约责任的观点，主张把契约和利益相调和。

他认为，“知识是对道德责任的识知，所以它使

道德行为成为可能，又因为这种道德识知将会产

生利益，所以，使具有这种知识的人不仅可能为善，

而且必然趋向于善。” [10] 数据在共享中产生价值，

也正是为了达成这种目的。人们从事信息活动的

方式也必然趋向于共享，于是人们订立了有关共

享的契约，以实现自身效率或是收益的最大化。

可以说，在数据“赋权”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坚

信合理化的数据使用能为自身带来可观的收益。

于是，基于充分挖掘数据的使用价值和实现自身

收益最大化的需要，人们形成了对大数据共享价

值观的信仰，进而使“共享”在数据化运营实践

活动中成为了一种自觉遵守的行为模式。据此，

我们可以总结和归纳出大数据时代共享价值观的

四个特点：

（1）泛在性。“共享”不是仅仅关系到一两

个人的数据行为，而是大数据时代人们在使用数

据的过程中所广泛达成的共识，大数据时代的共

享价值观是一种建立在群体理性和契约基础之上

的基本伦理精神。（2）自觉性。这种基于“共享”

的数据价值观并非是通过诸如语言、文字或法令

等被动的形式所确立的，而是人们在“数据化生

存”过程中自觉、主动形成的，是一种类似于“共

同信仰”的精神契约。（3）协同性。一方面，大

数据时代，数据的共享需要借助多方的力量来完

成，而基于共享的契约关系双方是相互的、平等的，

对整个信息共享的行为负有共同的责任；另一方

面，在信息共享的过程中，平台参与者通常是发

挥作用的关键一环。他们并非孤立存在的个体，

而是紧密联合的“共同体”，往往具有较高的专

业水平和使用黏度，在提升信息共享效率方面具

有较高的协同性和影响性。（4）导向性。数据行

为的动机受共享价值观的支配和制约，共享价值

观对数据行为动机模式有重要影响；数据行为的

目的、方向受共享价值观的支配，只有那些经过

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可取的目的、方向，才能转换

为数据行为的动机，并以此为目标引导数据传播

行为。

二 大数据时代共享价值观的伦理效应

“共享”对应“封闭”。基于群体理性和道德

共通的共享价值观最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人们拔除

实际信息系统运行中信息封闭受阻的痛点，以达

成最大化的数据收益——这也是大数据时代共享

价值观的主要伦理效应。

（一）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提出最初源于早先的市场

经济活动，其指的是在相互对应的经纪人之间不

作对称分布的有关某些事件的知识或概率分布 [11]。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 • 阿克罗夫等人 20 世纪 70 年代

时针对信息不对称这一现象指出，市场中买卖双

方拥有的信息量往往是不对等的。通常情况下，

卖方掌握的有关商品的信息比买方更多，因此卖

方可以通过向买方传递或兜售商品的信息来赚取

利润。基于此，我们可以将这一理论引申至传媒

领域，把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不对称理解为一种

“传”“受”双方不对等的状态。其具体表现为：

在信息交易的双方中，“传”者通常比“受”者

拥有更多的相关信息，因此，“传”者相对于“受”

者而言拥有更大的信息优势 [12]。

“传”“受”双方对有关信息了解程度的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双方的交易地位。传者掌握

的信息比较充分，他们主要承担着向外传递信息

的角色，往往处于较为主动、有利的地位；信息

匮乏的受传者则恰恰相反，他们想要从传者手中

获取信息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就需要付出与之相

对应的代价。例如，谷歌和 Facebook 为用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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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付费数据”的服务，就是凭借其与用户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来获取经济利益的。在“传”“受”

双方进行数据、信息交易的过程中，受传者支付

一定的“酬报”用以获取信息的行为是一个相对

被动的举措，因此受传者相对于传者而言往往处

于较为被动、不利的地位。从政治学理论的视角

来看，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本质关涉到资本与权力。

作为一种新的权力范式，数据能够以“大数据”

的形态嵌入权力系统，对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加以

重塑和支配 [13]。数据能够成为权力的中枢，而海

量信息的持有者掌握着数据，也就在一定意味上

其掌控着支配数据时代经济社会关系的首要权力。

于是，信息的不对称引发了权力的不对称，而这

种“传”“受”双方权力的不对称所可能导致的

信息社会阶层分化问题，也挑战着大数据时代信

息伦理建构的原则和底线。

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信息在整个传播的过

程中总归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因此，受众所

接受到的信息并非是完全、绝对客观的。库尔特 •
卢因认为，受众所接受到的都是经过“把关人”

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视角取舍选择和加工处理过的

信息，因而受众对信息的理解会与真实信息所表

达的意义产生偏差，导致其误入“拟态环境”的

陷阱。在这种传播模式下，受众无法接收到“把

关人”所不想传达的那部分信息，因此“传”“受”

双方信息依然不对称，受众依然处于明显的弱势

地位来进行 [14]。能够预想的是，受众越是依靠媒

介代表他们过滤、选择或分类信息，信息不对称

呈现的规模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受众看似获

取了第三方的信息、数据服务，但是由于缺乏对

其客观的评估和验证，受众可能并没有获得实际

的力量。可以说，在信息及数据的洪流下，大数

据只能帮助人们降低获取信息的操作成本，却依

然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的不对称使

得普通人很难触及到大数据的精华，大数据的最

终持有者才是数据交易获利的一方——这其实并

不符合信息市场交易的规则和规律。基于此，我

们提倡大数据时代“共享”的伦理精神，用以解

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在大数据时代共享价值观的引导下，辅以一

定的物质利益或精神激励等因素的驱动，创设基

于共享伦理精神下“双赢”的市场机制，能够使

得大数据在流转和价值转化的过程中更好地兼顾

“传”“受”双方之间利益的平衡：一方面，信

息共享的模式满足了用户获取信息的需要；另一

方面，还能够使数据的持有者在数据的循环和共

享中获取“益处”——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

以是精神上的。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更期望通过

积极从事信息共享活动来博得更多的认可与赏识，

亦或是对职务的提升有所助益。因此，建立合理

的共享贡献评价体系尤为重要 [15]33。

（二）打破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

顾名思义，我们可以把“信息孤岛”比作江面

上一个个相互独立而分散的小岛屿，岛屿上的人

无法与其他岛屿的人进行交流和沟通，从而造成

“岛”与“岛”之间信息的孤立与阻塞。大数据时代，

人们在工作、生活以及社交等各个领域都离不开

数据的支持。在海量数据的搜集和应用中，人们

也越来越重视各组织之间数据的协调及其相互关

系。于是，“信息孤岛”被更多地应用在信息系

统领域，用于指称相互之间在功能上不关联互动，

信息不共享、不互换以及信息与业务流程和应用

相互脱节的系统 [16]。其主要表现为组织系统间的

数据不能够进行有效的交换与共享，数据的实时

性、一致性和准确性因此而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系统之间通过整合共享所得出的数据往往是最有

价值的数据，“信息孤岛”的出现阻碍了这些数

据的整合与共享，致使部门间无法直接进行信息

协同办公，同时也会导致信息系统的重复性建设、

数据重复采集、业务流程重复低效等问题，最终

降低了数据使用的社会效能 [17]。

根据早先的关系数据库理论，数据“信息孤

岛”生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接受者接收到的数据无

法与接收数据的信息系统产生相对应的耦合“关

系”。当关系数据库中的数据发送到其它信息系

统之后，也就脱离了其原来的生存环境。由于没

有相对应的耦合“关系”，接受者接收到的数据

在各个系统中都无法独立地表达出完整的含义，

数据也便成为了无意义的存在。此外，由于参与

信息解读的工作主体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性，同

样的数据很可能在人们对信息进行理解和定义的

过程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这也无形中加大了

跨系统数据合作的沟通成本。然而，关系数据库

理论只适用于孤岛型系统中的数据处理，并未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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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处理众多信息系统中的数据问题。大数据

时代，数据在各个系统间广泛的互联互通已经成

为了现实，而正是由于关系数据库理论过于强调

是“关系”导致了“信息孤岛”的生成，该理论

在大数据时代也就暴露出了其致命的缺陷。我们

需要注意到，虽然基于“关系”诞生“孤岛”的

理论已经不适合大数据时代信息社会发展的现实

需要，但不可否认的是，“关系”依然存在，数

据间缺乏关联性以及数据库彼此无法兼容的客观

现实制约着数据的流转与交换。此外，基于信息

持有者对自身数据权益的维护，数据在各个系统

之间的流转与交换均会被各类信息持有者筑起的

“壁垒”所阻隔。除了保护数据的所有权不被侵

犯之外，数据拥有者也并不希望自己所持有的数

据被他人毫无代价地获取。于是，在利益的割据

下，“信息孤岛”将成为大数据共享价值观进一

步发展的掣肘。

共享价值观作为大数据时代的伦理精神，是基

于破除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的现实需要而产

生的。当下，各独立系统所产生的数据只有通过

参与各系统间的整合与共享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

值。“信息孤岛”的存在阻碍了各系统间数据的

流转与交换，瓦解了数据参与整合与共享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的准确性与时效性，增

加了数据系统运行的成本与风险——这既不符合

人们对大数据时代信息共享价值的期望，也违背

了数据使用效率优先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广泛、

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共享价值观在道德共通的

基础上对人类群体的数据行为和活动产生约束力，

能够将数据协同共享的传播效能潜移默化地灌注

于人们的意识层面当中，在帮助人们快速和准确

获知、反应、决策的同时，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

与沟通，打破信息的“壁垒”，降低由“独立的

孤岛”所可能导致的“牛鞭效应”，从而较大幅

度地提升大数据时代数据使用的整体效益。

三 大数据时代共享价值观的风险及其

引领对策

在破除信息阻塞、封闭的同时，大数据时代

共享价值观本身也面临着伦理层面的风险与挑战，

由此，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共享价值观的有效引领

对策。

（一）解决信息的高成本获取与低成本共享之

间的矛盾需要把握权利的“平衡点”

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出发，信息作为大数据时代

重要的经济资源，同其他商品一样，是一种具有

重要经济价值的产品，因而也具有相应的信息成

本 [18]。大数据时代，信息获取的成本进一步增加，

因为低成本的信息共享才是人们所“喜闻乐见”

的，这就造成了信息低成本共享与高成本获取之

间的矛盾。此外，从信息生产和应用的角度来看，

信息的生产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无论是创造

新的信息，还是整合旧有的信息，信息员工都需

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特别的艰辛与

努力。信息稍纵即逝的特点决定了信息应用的短

暂性，因此信息共享行为相对于信息生产而言就

会显得轻松许多 [15]36。这种信息高成本获取与低成

本共享之间的矛盾，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信息劳

动者的负担，削弱其信息生产的积极性，这也是

阻碍信息共享的重要原因。

信息获取与信息共享之间的矛盾问题，从根本

上来讲是一种“权利问题”，解决矛盾的关键在

于找到信息获取者与共享者之间权利的“平衡点”。

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由于需要借鉴大量前人的

知识成果，知识创造者往往希望尽可能地实现信

息的共享，而当知识成果出炉后，其背后巨大的

经济利益又使得创造者不得不对自己的创新成果

进行产权的保护。因此，个人信息共享过程实质

上是共享者对信息以及信息之上的权利进行交易

的过程 [19]。因此，通过配置权利来促进信息的共

享就显得尤为重要。权利的配置需要综合考虑到

知识创造者与知识接受者之间利益的平衡，使得

传、受双方都能够在知识循环和知识共享中获益。

一方面，可以通过数据平台对网络信息的成本监

管来检验共享数据的价值，保障信息获取的一方

能够以“合理的代价”通过各类信息技术平台获

取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信息内容，而不是成为数据

不对称中劣势一方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

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数据管理法规体系，在产权

界定的基础上注重数据开发应用的规章设计，保

护共享者对信息加以收集、存储、传输、处理的

权利，促进共享信息向知识的转化，从而优化信

息共享者的信息增值业务，保持其信息服务领域

的优势地位。最终，以平衡设置双方信息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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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满足双方的价值诉求，并以此来促进信息

共享与知识服务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防范共享数据被污染的潜在风险需要运

用监督、法治与智能技术进行综合治理

由于大数据的核心特色是强调伴随性指标的

相关关系，而不是伴有传统信息解读意义上的强

烈的因果逻辑，因此更容易滋长人们在解读信息

过程中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20]，这也给大数据时代

共享信息意义的解读带来了挑战。此外，大数据

时代，数据即资本，共享价值观更容易在资本逐

利的干扰与扭曲下逐渐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后

真相”时代，在利益的驱动下，信息共享的内容

很可能是其发布者有意地建构的，因而呈现出较

为强烈的真假同构性。对于信息接收的一方而言，

这种被人为消解与重建后的信息往往存有更多的

风险与不确定性，亦真亦假的数据和信息因此层

出不穷，甚至使人们逐渐丧失对共享信息真伪的

判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享数据也很有可能

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利用。他们基于对自身利益的

考量，通过某些数据共享，以实现意识形态的斗

争与同化 [21]。这样，在多元群体、势力的角力与

争夺下，原有的共享数据就出现了诸如失真、造假、

超载等不同程度的“污染”现象。

只有当共享的信息能够真实、完整地表达出其

实际意义并能够被人们以其实际意义准确地解读

出来时，我们才可以认为信息的共享产生了其应

有的价值和所可能产出的数据效益。大数据时代，

我们更应该通过强化监督与法治来确保信息的科

学和准确。一方面，共享媒介要广泛、深刻地接

受来自社会各方的监督，强化对共享信息内容的

内部审查机制，注重发布信息的时效性与权威性；

另一方面，要坚持信息共享的合法性，可以通过

制定相关的“共享”政策，将信息的共享纳于社

会法治体系的管制下，并对提供虚假信息的共享

平台进行严厉的惩处，构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的信息共享价值模式。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充

分挖掘智能技术在信息伦理建设方面的作用。当

下，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传播，智能技术在传播领

域的应用正在加速解构并重构着社会现实 [22]。在

技术赋能的作用下，人工智能软件可以更准确地

获悉共享信息的来源，并通过相应的数据分析与

统计判断信源的可信程度，从而帮助人们对信息

的真伪加以辨别。人工智能还可以利用机器学习

技术，分析相关信息的语言特征，包括结构、情

感和复杂性等，从而对信息传播者生产的数据和

信息进行文本分析，自动生成可供识别的传播模

型，并结合相应的算法技术，通过规则的制定更

有效地甄别出“被污染”的数据内容，实现对“被

污染”数据的技术性拦截。

（三）规避信息共享强化的媒介“反向驯化”

需要注重数据挖掘的价值理性

媒介的“反向驯化”是指“人与媒介从属关系

的颠倒”[23]。在信息共享的过程中，一方面，人

们通过更新技术的手段赋予了媒介更加智能化的

表征；另一方面，媒介也通过自身的内容呈现和“技

术意向结构”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本身产生反

向“规劝”的影响，从而给人类打上技术的“烙印”。

大数据时代，信息共享的媒介技术具备了代替人

们搜集和获取信息的部分功能，但同时也导致人

们不再愿意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而是更加倾向于

以依赖媒介技术的方式去面对各类复杂的问题 [24]。

虽然媒介技术的使用可以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

极大的便利，但是长此以往，人的一些原始本能

却渐渐地被媒介所隐抑 [25]。根据传播游戏理论，

感性审美、沉浸体验与意义虚无的游戏范式已逐

渐成为当今信息共享的主导逻辑。因此，大数据

时代的信息共享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人们参与式、

游戏体验式的本能诉求。人们依托大数据时代的

互联网传播技术，在满足自身信息获取需求的同

时，关注更多的是信息共享的沉浸环境所带来的

舒适感和愉悦感，信息本身的意义反倒成为了可

有可无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惰性以及

“寻求情感满足”的心理伴随着共享行为的发展

与日俱增，使得人们对媒介的精神依赖愈发严重，

而一旦脱离了这种媒介支持 ,“本能隐抑”后的人

们就会觉得无所适从。

参与文化环境下，人们的潜在欲望刺激并夸大

了对“共享”的虚假需求，其实，这种信息共享

行为带来的数据效益并不会对用户以及相关部门

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相反地，数据的

异化，使用户过分依赖于数据而丧失独立思考的

能力，进而被数据所奴役和控制，最终沦为数据

的奴隶。这就启示我们需要在提倡共享价值观的

同时，也要合理地增加数据的深度与厚度，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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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享数据内容的整改，严格把控共享数据的质

量以及专业化程度，缓解过度娱乐化的背后人们

“被迫狂欢”的焦虑情感，避免落入“过娱乐化”

的陷阱。此外，在当下碎片化与过娱乐化文本盛

行的时代，解决媒介“反向驯化”问题的关键在

于能否在共享数据传播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价值与

人文情怀。在共享为人类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

我们要把握好数据共享与人类健康发展之间的关

系，尽可能地做到高质量数据内容共享与良好人

文关系同在。我们要高度警惕人类在信息共享的

过程中逐渐“迷失”，最终沦为媒介的附庸。因此，

我们也需要着重强调人作为共享行为的主体在信

息共享中的主观能动性，让用户在参与信息共享

的过程中，能够从共享数据中挖掘和获取自己真

正所需要的内容，产生属于自己的思考——这样

的“共享”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四）缩小信息共享加剧的“数据鸿沟”需要

政策、资本、媒介的协同关怀

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难回避数字鸿沟所引发的

信息共享不平等的问题。大数据时代，数字鸿沟

向“数据鸿沟”发生演变；媒介的革新带来信息

总量的飙升，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和普及使

不同的阶层与群体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受益于时

代的发展。然而，由于对计算机和网络的使用技

能存在差异，横向对比下，人们之间的信息落差

将会进一步扩大。在“鸿沟”的影响下，人与人

之间数据或信息的接入手段以及使用习惯的不同，

均会导致信息共享的质量与效果存在不可控的差

距。信息弱势群体因此而“失语”，游离于社会

文化的边缘，而由信息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所引发

的社会群体矛盾将会愈演愈烈。

解决大数据时代信息共享不平等的问题，关

键在于促进信息与数据广泛、平等地共享，这就

需要政策、资本、媒介等多方面的协同关怀。首

先，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宏观管理与政策调控的

作用，制定有关信息共享的扶持政策，降低弱势

群体的接入门槛，以推进信息共享及相关应用的

普及程度，减少因地区差异与社会原因导致的共

享不平等现象；其次，各类社会组织或个体单位

都应该基于信息共享的精神与理念对信息贫困者

予以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帮助，通过多种途径尽

可能缩小信息共享的“鸿沟”；此外，大众媒介

可以凭借其“议程设置”与“环境再构成”的功

能，赋予信息共享这一议题以更高的传播强度，

以便为信息共享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为社

会各类群体间的信息共享行为搭建起坚实的桥梁。

智能媒体时代，媒介智能技术的发展也能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鸿沟”的扩大。人工智能以及自动

化系统的进步能够有效降低共享数据的传输成本，

从而为人们的数据服务提供更高效、便捷的资源

获取方式，缩小人工复杂操作所导致的使用差异。

这甚至有可能会引发一种渐进式的再分配效应。

可以说，智能媒介技术正在逐渐降低人们的数据

操作成本，技术赋能的背景下，人类的共享限制

得以解放。

马克思 • 韦伯在 1919 年《以政治为业》的演

讲中，将伦理得以实现的责任与信念进行了汇通

和统一，提出责任与信念统一的关键在于“化责

任为信念”。这种信念是由责任转化而成的理性

之光的显现，因此，韦伯将其称为“理性化的神

秘观照” [26]。韦伯所谓的信念伦理带有一定的宗

教色彩，但不可否认，其“化责任为信念”的思

想能够为我们带来启发：当人们将自己行为的责

任内化为一种道德信念时，这种道德信念则又会

外化为遵循责任伦理的一种自觉行动 [10]95。大数据

时代，人人都需要在由共享价值观建立的契约意

识下履行自己的信息责任。基于对自身内在道德

意志力量的识知，这种责任感可以转化成人们对

于信息共享的一种内在的信念。总之，我们可以

从伦理精神的多种视域出发，探讨大数据时代共

享价值观形成的内在逻辑。大数据时代新媒体的

传播效果和特点为共享伦理带来了新一轮不稳定

的因素，海量化的信息承载特征、碎片化的信息

传播特征以及虚拟化的信息传播环境等因素都会

对大数据时代的共享伦理带来深刻的变革，信息

的共享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表现出不同的

矛盾。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认真分析大数据时

代共享价值观所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挑战，敢

于直面大数据共享所可能存在的系列问题，同时

以积极的态度提出与之相关的引领策略，以帮助

人们从信息和数据的共享中收获实际的效益——

这应是促进大数据时代共享伦理精神健康发展的

不变“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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